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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別於文化再製的悲觀性結構論，批判教學論強調個人價值觀解放與社會

重建的功能，本文據此剖析批判教學論重要學者的論點，諸如P. Freire以及H. 

Giroux等，這類學者主張教育應成為文化論壇，因此教師應具有文化批判的視

野，以脫離文本的束縛，使教學成為一個民主的對話歷程，以使學生能積極表

達其個別的文化經驗，進而發展學生的獨立價值觀，進而建立民主化的社會型

態，儘管此種訴求主要聚焦於價值觀層面，但是，其相關論點仍有助於師生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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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 researchers of 

critical pedagogy highlight the emancipating and reconstructive functions of 

education, serving as the base for creating democratic society. Alongside this 

approac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ment on the key notions reserachers like P. 

Freire and H. Giroux. These researchers argue that education needs to be viewed 

as a cultural forum, for which teachers need to possess the cultural-critique 

ability that frees them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social values so as to construct 

a democratic dialogue context in which students are free to express their own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viewpoints. Such a context is able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independent and critical values, functioning to move society toward 

democracy. Although such perspectives are mainly confined within the scope of 

social value, their key notions could benefi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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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教學論的要點及其對師生互動的啟示

壹、前言

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理論強調不均等的教育結果，由於此種

論點偏向結構論，並將教育視為階級再製（class reproduction）的重要工具，

以合法化中上階級的既存優勢（Sibeon, 2004），因而貶抑教育的正向功能，

特別是勞工階級學童藉由教育途徑以達到向上流動。不同於此，批判教學論

（critical pedagogy）著重於個體創新行動的施為（agency）1概念，並認為教

育具有解放與重建社會的功能，因為透過提問式（problem posing）、跨越文

本（text）以及賦權（empower）等教學方式，不僅可以增進師生互動，並可

提升學生發展自身的獨立判斷能力，因而提升教學效能。本文將據此分析批

判教學論的核心概念，並省思其中對教學的啟示。儘管台灣學者對於critical 

pedagogy的中文翻譯名稱仍有爭議，由於方永泉（2003）將P. Freire出版的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譯成《受壓迫者教育學》，以及李錦旭與王慧蘭主

編（2006）的《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這些著作陸續出版後，將critical 

pedagogy翻譯成批判教育學已轉為主流，並且一些研究者又力倡此種譯名的

適切性（林昱貞，2002；張盈堃與郭瑞坤，2006）。然而此種爭論卻忽略兩

個接續的問題：第一是Williams（劉建基譯，2003）在關鍵詞（keywords）所

論述的，字辭的意義並非靜態，而是伴隨社會情境的轉變而改變其既有意義，

就此而言，爭辯如何翻譯的價值便大幅下降，因而接續的重要議題是檢證理論

的可行性，如同Lukács（1971）所主張的，理論不應停留於思辨的層次，應

著重於社會情境的實踐性，否則理論將流於空談。所以本文所要探究的並非爭

論critical pedagogy應如何翻譯，而是探討其主要論點及其實踐的問題。由於

批判教學論的學者有相當的數量，顧及篇幅的限制，本文將聚焦於兩位代表人

物：Freire（P. Freire, 1921－1997）以及Giroux（H. Giroux, 1943－），由於

Freire是此論點的開創者，所以下文將先剖析其論點，繼而陳述Giroux的相關

論點，最後依據其相關論點省思教學的啟示。

1  學界亦有人將agency翻譯成行動或是能動性等，其精確意義是個體能採取脫離結構束縛的創新行

動，並且其行動結果足以影響既存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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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Freire的論點

Freire力主教育應發揮社會重建的功能，此種功能的達成乃藉由社會成員

發展出獨立的價值觀，Freire的基本假定是，社會成員具有意識化（或稱意識

醒悟）的能力，此種能力需求民主化的對話情境，以使個體能從自身的生活經

驗進行省思，發展獨立的價值觀。但Freire指出，目前的教育型態卻採取壓迫

性的灌輸，因此教育應採取民主型態的提問教學，以下陳述上述主要論點：

一、意識化

Freire（1990）主張既存制度與知識是權力建構的產物，並可能形成壓迫

性的社會情境，因而社會進步的要素之一是其成員應具備批判思維，此種思維

不但能使個體從被壓迫的情境中獲得解放，亦能重建他們自身的施為：

要超越壓迫情境，首先，人們必須要批判地認知到此種情境的緣由，因而

透過轉化行動，他們可以開創一個新情境，亦即使充滿人性的追求成為可

能。（Freire, 1990: 29）

發展此種批判思維的基礎是個體需有意識覺醒（conscientizacao），2其作

用是使個體能察覺並省思既存現象的形成脈絡與意圖等，據以進行批判及引導

重建的意向與行動。因此「意識覺醒」不僅包含使個體能獨立思考的意義，並

包含社會改造的概念。

「意識化」意謂著意識的發展具有改造現實的潛在力量，因為這種意識內

涵著對象的知覺，也內涵著邁向對象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所以，

意識化的結果便是行動萌發的契機。（宋文里，2006：10）

因此「意識覺醒」使人成為獨立行動的個體，此種主體性的建立使個體成

為自我行動的主宰，並能脫離壓迫情境的限制，因而產生解放功能，並且為脫

離壓迫情境的限制，必須藉由逆轉壓迫情境的行動以去除此種壓迫性，因而指

向重建社會的意涵。

2 李奉儒（2003）將之翻譯為「意識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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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著重解放的旨趣。解放是一個具有動態性的概念，它包含兩層意

涵。一是指人從宰制的情境中脫離，另一是指建立無宰制的生活環境，即

是建立一個正義的社會。因此，它有「脫離」與「建構」的雙重意涵。

（李奉儒，2006：110）

F r e i r e 指出此種「意識覺醒」是歷經「意識半未轉移」（ s e m i -

i n t r a n s i t i v i t y  o f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意識轉移」（ t r a n s i t i v i t y  o f 

consciousness）以及「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的過程，「意識半

未轉移」意指：

具有此種意識的人是無法領會生物必須性領域之外的問題……意識半未轉

移代表人與他們的存在本質產生脫離。在此種狀態，洞察是困難，人疑惑

於他們對事物的知覺以及對環境的挑戰。（Freire, 1998: 17）

「意識半未轉移」的下一階段為「意識轉移」，這兩者的差異在於當事者產生

摻悟性（permeable），而此種摻悟性的產生乃由於：

當人們發揮自身力量，對自身所處情境所浮現的建議與問題進行感知與反

應，並且增加自身能力以進入對話，這不僅與其他人對話，也與他們所處

的世界作對話，於是他們變成轉移的。（Freire, 1998: 17）

上文指涉對話的基礎是個體能對外界進行察覺的思辨，而此種洞察能力在

於自我的思維能力，顯然Frei re將此種主體性視為人的固有潛能，亦是構

成人存在意義的要素。而「意識轉移」的開始階段是「素樸轉移」（naïve 

transitivity），其意義指：

素樸轉移是具有意識的人，這類人幾乎仍然是大眾的一部分，發展對話能

力仍然是脆弱的以及易於扭曲，如果未能將此種意識提升到批判轉移的層

次，可能被偏執的非理性而形成的狂熱主義所轉移。（Freire, 1998: 18）

接續的階段為「批判轉移意識」（critically transitive consciousness），進

入此一階段，個體具有高度的參悟性，因而能以開放的視野以及主動的態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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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既存現象，並對問題作深度的詮釋：

批判轉移的特徵是真實的民主制度，以及符合生活中高度參悟、質問與不

停對話等形式……當人進入一個較大關係的範疇時，並且他接收到更大量

的建議以及對其所處環境的挑戰時，他們的意識自動變成更為轉移性，

然而從素僕轉移到批判轉移的關鍵步驟並不會自動發生，達到此種步驟將

需求主動與對話的教育課程，此種課程是關注社會與政治責任。（Freire, 

1998: 19）

上述意識覺醒的發展途徑並非是未經思考便接納他人的觀點，而是個體應

作為知識與價值的主體，即以積極與主動的反思途徑，來發覺個人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以及既存社會現象的特性與目的（郭實渝，2000）。

二、壓抑民主對話情境的囤積式教學

儘管Freire（1998）認為人具有洞察外界現象特性的固有理性思維，並藉

此產生人存在的本質與意義，固然外界環境產生的有意義啟示與問題能開啟此

種潛能，但是更須依賴對話式（dialogue）的教育。此種對話的有效性仰賴民

主、開放與自由表達的情境，對Freire而言，民主型態的教育是無可取代的：

相較於民主路徑、開放與勇敢對話，任何方式皆不可能是更為充足以及有

效的方式，來執行我們的教育計畫。（Freire, 1993: 39）

此種民主型態的教育不僅賦予參與者自由對話的情境，而且藉此發展個體

的獨立價值與信念，進而開創一個更為開放與自由的社會型態。因此民主化的

教育型態具有重建社會的功能：

在一個民主社會的持續改革上，公共教育必須扮演一個關鍵性角色。在此

種民主社會，我們所有人皆能有自由與機會從我們擁有的經驗來創造知

識。（Freire, 1993: 9）

儘管如此，教育卻未能發揮此種重建功能，這由於在壓迫情境下教育與政

治存在密切連結，教育轉變成支配團體進行壓迫的工具，並使大部分社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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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支配團體的思想，因而展現自我壓抑的現象（湯仁燕，2004）。「自我壓

抑是被壓迫情境的另一個特徵，它源自於內化壓迫者的意見」（Freire, 1990: 

45）。由於內化壓迫者的價值觀造成，被壓迫者無法了解既存情境是服務於支

配團體的利益，造成此種怪異現象的主因之一是，教育被操縱成傳遞支配團體

價值觀與信念的工具，因而教育內容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識，在此種不可挑戰

的前提下，教學僅是傳遞預先決定的知識，學生被視為知識的接收器，學習變

成記憶而非探索與創造。

師生採取的是對立的態度，代表著主動與被動的關係，教室中是由教師主

導的，學生只是在囤積教師給予的資訊，未能有反省、批判思考，及提出

問題的機會。（郭實渝，2000：5）

Freire指出此種囤積式（banking）的傳統教學受制於支配團體，所以此種

教學具有特定的政治意圖，以使社會成員成為無知的群眾：

因此教育變成一種積存性的行為，學生是接納的容器，教師為存放者。取

代溝通，教師主導議題並作積存，亦即學生耐性的接收、記憶與重述。這

是教育的囤積（banking）概念，此種概念允許學生所習得的是，其行動範

疇僅僅延伸到盡可能是接收、歸檔與儲存。（Freire, 1990: 53）

囤積式教學不僅反映出社會情境的壓迫性，並作為維持此種壓迫性的工

具。此種教學不僅存於專制體制的國家，連美國亦可能發生，只是以不同形式

出現。Shor（1992）指出，教育已被用以滿足經濟需求的工具，因而基本能力

以及優秀表現取代文化與價值，並轉變為教育的核心，此種轉變足以重新回復

教育、課程知識與教師等的威權，因而教學過程並非探索而是背誦，不均教育

結果亦不再與文化相關聯，一切將以優秀作解釋，所以成績表現如同是智力與

動機等因素的產物。

三、提問式教學

囤積式教學不僅違背民主的概念，也漠視每位學生的獨特文化背景以及生

活經驗。因而Freire堅信個體兼具「社會、歷史、思想、交流、轉化與創造性

的人」（Freire, 2001: 45），因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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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學生存有的途徑，也尊重他們的價值、知識以及語言，學校體系不

應該用以往有利於其他階級的評鑑工具，來評鑑勞工階級的智力潛能。

（Freire, 1993: 37）

為尊重此種多元且獨特的文化意義，教學應轉向民主途徑，亦即提問式教學

（problem-posing），其功能是發展學生的獨立信念，

如同一種人性與解放實踐，提問式教育處於如同是根本地位，受支配的人

們必須為他們的解放作奮戰。朝向此種結果，此種教育使教師與學生克服

威權主義以及異化知識份子主義，並成為教育過程的主體，此種教育亦能

使人們克服他們對於真實的錯誤感受。（Freire, 1990: 67）

此種提問式教學具有開放辯證的特點，參與者免除情境的束縛，因而能進

行自由對話，進而發展參與者的批判意識，不僅要與自身所處的環境作對話，

更要將對話擴展到他人以及世界：

由於欠缺逐增的批判意識，人是無法統合自身於一個具有密集改變與矛盾

的變遷社會……如同人們擴大他們的接受度，以感受並回應於在自身情境

而產生的建議與問題，並且提升他們的能力，這不僅能與他人進入對話，

並且也與世界作對話，他們變成可改變性……意識改變使人們成為可參悟

（的主體），並且此種意識使人以完全投入的方式，取代原本對既存事務

的高度疏離。（Freire, 1998: 15-17）

將對話擴張到自身以外環境的緣由基於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在此建構

過程中存在權力與支配的特性，因而對話包含的批判涉及社會關係的權力，所

以批判並非侷限於課程知識，而是擴展到更大層面的社會關係中。

批判思維的可能性是建立在知識社會學的反思中，是必須論及知識與社會

存在的關係。因此，批判必然要面對權力的問題，不論教育關係之內或教

育的外部關係。批判所論及的不只是知識層面的問題，更是社會關係。

（蘇峰山，20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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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辯證提供自由表達的空間，進而使參與者能發展自我的批判意識，

而此種發展過程並非由他人以既定的價值觀作引導，而是個體以日常生活的體

驗為基礎進行省思，並與其他參與者作雙向的對話討論。

Freire的批判教學論是反權威的、激進的、解放的、民主的、對話的、互動

的，將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置於課程與教學的中心。（李奉儒，2006：99）

以日常生活經驗作為省思以及對話的依據，此種做法不僅要與實際生活情

境作實踐性的結合，更重要的是要脫離既存價值觀的束縛。Shor（1992）以去

社會化（desocialization）的概念作相關解釋，他認為經由囤積式教學的社會

化，已使教師與學生內化部份支配團體的價值觀與信念，因此提問式教學的意

義是去除先前社會化形成的心靈束縛，並以新視野檢視既存社會現象與知識：

自我主導的教室是作為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的教育，此種學習重建

教師與學生的支配性制約習性以及抗拒。相互去社會化一定不是一種學習

目標……它已是解放教育的一個熟悉部分……對Freire而言，異化教育的邏

輯是囤積式概念……反異化模式是基於意識化（conscientization），或是

從被學習角色對學生去社會化，對於察覺形成社會的力量，意識化是關鍵

的……經由均等學習，教師與學生開始他們的去社會化，因為他們立即重

建教育。（Shor, 1992: 183-184）

Freire認為，並非以僵化的日常生活經驗作為對話範疇，而要藉此激發探

索現象背後意義的好奇心，此種好奇心並能解放個體既存的僵化心靈，這由於

高度發展的科技可能將我們的思考模式束縛於特定方向或範疇。

實踐進步主義教育的根本性工作之一是好奇心的提升，此種提升是關鍵

的、顯著的以及具有冒險性的，此種好奇性使我們脫離高度科技化世界的

過度理性化。（Freire, 2001: 38）

再者，批判意識並非僅停留於純粹思考層面，而兼具實踐及對實踐的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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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教育的實踐涉及實行（doing），以及對實行的省思（reflecting）之間

的一個動態以及辯證運動……甚至理論論述本身也必須具體足夠，藉由實

踐以成為清晰可證明的。（Freire, 2001: 43-44）

藉由教學而發展學生的批判意識，並不是純粹理論思考，或以生活經驗作

傳遞，而是從實踐以及省思中產生獨立的價值觀以及見解，所以知識具有高度

的動態性，即行動者以實踐與省思的手段，對既存社會現象與知識進行持續的

檢視與反省，進而重建更適切的知識。

知道如何教學是指開創知識建構與生產的可能性，而非僅是單純從事於知

識的傳遞。（Freire, 2001: 49）

上述提問式教學不僅要免除囤積式教學的知識灌輸，也重新界定知識的地位，

即從權威轉向可討論的議題，此種轉化的目的旨在解放個體，達到人性實踐的

目的。

Freire揭露了教育的政治本質，批判了教育結構中的社會宰制與壓迫，也指

出了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解放意義，朝向人性化的解放。（湯

仁燕，2004：240）

此種個人解放的終極目標在於開創一個更民主與文明的社會，因為集體行

動仰賴於眾多社會成員的批判意識，因此經由重建民主社會的途徑，社會成員

將能得到全面解放。因而建立個人批判意識是重建社會的基礎，並且教育能培

育出具有批判意識的社會成員，進而產生社會重建的功能，以建立一個更均等

與民主型態的社會。

參、Giroux的論點

基本上，Giroux延續Freire的教育重建觀，不僅強調教育的解放與重建功

能，並更具體說明為何未能達到此種功能。這乃由於教育變成政治壓迫的工

具，致使壓縮個體的反思能力，因此要發揮教育的重建功能，必須先將教學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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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傳遞特定價值觀的政治活動。在對抗此種壓迫情境的有效手段是回歸民

主，因此需將學校轉變為一個民主化的公共場域，以尊重多元文化與聲音。此

種情境需要有更積極作為的教師，由於其角色並非灌輸而是轉化，因此需以賦

權的方式才能使教師從跨越文本的途徑，重建文本，進而培育出獨立價值觀的

社會公民，所以能重建具有民主真諦的社會。

一、教學的政治性與抗拒

上述分析顯示，Freire批評教育變成統治團體進行壓迫的政治工具，將無

法造就有獨立價值觀的社會公民，也無法重建民主型態的社會。延續此種民主

基調，Aronowitz 與Giroux指出，信念與價值並非自然或必然的結果，而由中

上階級運用其權力而建構出的產物：

   

理解在任何社會中，在歷史辭語上，特定型態主觀性的產生牽涉分析權力

的各種技術，此種權力技術被使用於在人類意識上，慢慢灌輸特定種類之

價值、規訓、行為以及反應。（Aronowitz & Giroux, 1991: 79-80）

其中牽涉商業利益主義的運作。當市場價值觀成為生活哲學後，個體將以此作

為與外界互動的依據，當此種現象轉變成社會思維後，市場概念將可能轉變為

唯一的，並使個體喪失其發聲權：

處於此種情境，公民喪失他們的公共聲音，就如市場自由權取代市民自由

權，社會逐漸依賴於「以消費者（的方式）處理公民事務」。（Giroux, 

2003: 156）

此種現象也涉及科技精進的結果大幅削弱語言的思辨功能，因為當社會

大眾認可科技的卓越性後，科技的假定與規則轉變成個體的思維模式，因而限

制語言的運作方式（Marcuse, 1964）。Giroux（1997）以實證主義文化（the 

culture of positivism）的概念詮釋此種轉變的影響，指實證科學的信念被融入

日常生活中最後被轉化為社會文化的主軸，此種宰制性足以大幅壓抑歷史的人

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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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於此種進步觀念，以及強調技術專家理性是邏輯的來源，此種邏輯否

定歷史意識的重要性。再者，以破壞人類潛能與意志，此種理性形式服

務於支持現狀，如同一個合法模式，此種理性形式已變成盛行的文化霸

權。……現在此種理性形式代表整合美國社會與政治體系的一個部分，並

且如同先前指出的，可以被定義為實證主義文化。如果我們是去了解它在

壓抑歷史意識的角色，透過其較為廣泛的功能，實證主義文化必須被視

為如同是一個支配性意識型態，各種社會機構強力傳播此種意識型態。

（Giroux, 1997: 8-9）

由於科技著重實務面的問題解決以及效率提升，因而轉變知識概念的功

能，原本作為探究與思辨社會現象背後脈絡因素與意義的依據，卻被壓縮到技

能性的運用，而非知識的思辨與創新。

研究與事務的科層性分離反映在專業學校的常態性課程，此時課程的排序

並行了一種順序，亦即專業知識的特性是被運用的，其規則是：首先是相

關的基本與運用性科學概念，然後將技能運用到真正世界的實務問題。

（Schön, 1983: 27）

Giroux認為「實證主義文化」不僅束縛個體的主體意識，也足以將知識窄

化到科學技術的形式，而且生產利益成為發展科學技術的預設條件：

由於在實證主義文化中，理論作用是基於技術進展的利益中，知識的意義

被限定於技術利益的國度。……因此以科學方法論辨識知識。（Giroux, 

1997: 10-11）

儘管社會信念與價值包藏中上階級的政治意圖，但在許多社會大眾的眼

中，社會文化卻具有高度的公正性與客觀性，因而遮蔽上述的政治特性，由於

學校課程往往篩選自既存的社會文化，所以從某個角度而言，教育成為傳遞上

述政治意圖的工具，課程內容被化約為客觀與必須的知識。Mclaren認為，教

育卻漠視此種政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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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總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建構，此種建構是被連結到特定利益與社會關

係，教育綱領甚少考量到上述關聯性……知識是社會建構、文化調節以及

歷史置放的……不能以不存在權力關係來說明真理，並且每一個關係必須

說明其真實性……教師應體認到，權力關係與學校知識形式是相符合的，

並且此種關聯性扭曲被廣為接受為真理的理解與產生。檢驗知識的原因，

不僅是（既存）知識可能被錯誤呈現，或是錯誤傳達社會真實，也是由於

知識實際反映出人們生活的每日鬥爭，我們必須了解（既存）知識不僅

扭曲真實，並且對告知日常生活的實際條件提供理解的基礎。（Mclaren, 

1989: 188-190）

基於此種關聯性，Giroux主張不應將教學視為單純的文化傳遞，而應視之為政

治議題：

教學不僅連結到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它也引介一種知覺，亦即教學、學

習、文本研究與知識可被強調為一種政治性議題，此種議題處於社會代理

職能與權力的考量。……提醒我們關於教學的重要性，如同是一個文化事

務。在此種情境中，不僅強調文化如何被塑造、製造、流通與轉化，並且

在特定的安置與情況內，文化是如何被人類借用，教學深入並延伸文化與

權力的研究。在這個例子中，教學變成文化生產的行動。……批判教學論

從事於經驗，以詢問其產生、權威化與結果的依據，關於教學與經驗議題

之間關聯性的要點是，教學強調經驗的內在運作，它如何作用並產生知

識。（Giroux, 1994: 132-133）

Shor亦認為社會發展是一種政治選擇的過程，此種選擇往往被權力所影

響，因而正式教育便無法脫離此種特性：

影響人類發展是一種政治選擇，亦即對我們應該成為何種人與社會。本質

上，所有正式教育是政治導向的學習，此種學習是被一種權威或另一種權

威所組織與支配。（Shor, 1996: 56）

由於課程內容與社會文化以及隱藏性階級利益之間存在複雜的糾結關係，

因此須以質疑的角度來發掘此種政治特性，並以文化批判的方式掌握被聲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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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與正統的知識如何產生：

文化批判模式是質疑宣稱構成權威的充足條件，而且質疑這些條件是如何

被確保，以及知識如何被製造出來。（Giroux, 1994: 130）

所以，批判並非侷限於課程內容的範疇，而將之連結於更為根源性的社會

文化，並省思社會文化如何產生，以及其中的階級權力與利益為何，據此建構

出更正當的課程內容（宋文理，2006）。基於此種意義，教育是一種文化政治

學（cultural politics），其目的在於改善不均等的教育結果，因為當課程內容

受制於中上階級權力所建構出的主流文化時，勞工階級學生將處於文化邊陲地

位，進而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因此應將教室建構成民主均等的型態，以使每

位學生能脫離課程內容的政治意圖，並作自由的發展（方永泉，2006）。

Mclaren（1989）指出，當我們體認教育隱藏特定意圖的事實，並將教育

視為一種政治議題時，才能認知文化的差異性，以及既存課程內容並未真正包

容與對待此種多元性。欠缺此種體認，教學將成為威權性與單一性的強制性，

不僅無法契合多元社會文化的本質與需求，且將激化勞工階級學生的抗拒性：

發生於學校的主要抗拒劇本是，學生將其街頭文化帶入教室所做的努力成

果，學生拒絕教室學習的文化，這主要是因為被支配團體難以正當取得文

化資本……此種抗拒是確保他們街頭認同的奮戰。（Mclaren, 1989: 195）

上述分析顯示，信念、價值、文化與階級權力存在相當程度的糾結關係，

既存社會文化傳遞特定的階級信念與價值，由於學校課程需取材自社會文化，

因而課程內容隱藏高度的政治性，然而藉由批判途徑得以發掘上述的政治性，

進而建構正當性的課程知識，由於課程內容的取材源自社會文化，所以此種批

判不僅針對課程內容，更須擴張到社會文化。

二、學校是一個民主與公共領域

上述提及大部分社會成員認可既有的文化內容，因此既存社會信念可能

束縛上述的批判空間，因此要達到此種政治解放的目的便需求自由表達的空

間。Giroux借用後現代的觀點加以論述並指出，由於此種觀點強調多元價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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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知識的真實性，因此學校必須變成一個民主與公共領域（democratic and 

public sphere），此種轉變可提供教師與學生一個開放的對話空間，進而使彼

此探索與了解權力與文本的關係，即在一個特定社會情境中之支配性意識型態

如何被創造，並進而影響社會成員的思維與行為。

……權力與文本權威之間的歷史特定關係互相結合，以製造、組織並正當

化特殊形式的知識、價值與公眾。（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 93）

Shor（1996）也抱持雷同的觀點，認為不同的社會情境孕育不同的文化，

不同文化又有其獨特的內涵與意義，因此並無共同的特性。由於不同的家庭情

境塑造出不同的理解與感知模式，單一課程內容並無法契合多元性，故教室應

成為一個民主論述的場域，藉由權力分享得以使學生表達自身的見解，進而發

展其獨立的價值觀。此種權力分享仰賴於限制教師的教誨性權威，並且將教材

內容契合學生的文化背景：

邀請（學生）進行批判思考，並非在邏輯技術、修辭或去脈絡化的心智競

賽上作抽象活動，它是情境本位以及學生中心，並深植於學生對學科事務

的熟悉性，因而使學生更能做批判與後設認知的表現，所以我將此種教

室教學定義為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它如同是在一個富有意義的

經驗與語言性情境中的文化修為之社會實踐，以在學生擁有的語言上，進

入一個目的性以及可協商的過程，此種過程是鼓勵學生質疑社會的文化假

定，以及思考現狀的其他可能性。（Shor, 1996: 40）

Vasquez（2004）認為多元文化觀提供新的批判視野，例如進行文學的批

判分析將導致許多相當負面的經驗，但是卻能賦予我們不同的觀察角度，並能

對既存事務進行深度剖析，而且此種批判分析是對其意義進行持續性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並藉此產生持續性的協商空間：

不必然要將批判文學視為負面例子，相反的，其意義是以不同方式檢視一

個議題或主題，並且分析它……我指涉理解或概念化並非我腦袋中的信

念，我提及的概念化必須是關連於在我的信念上，我能夠行動的範圍……

當我對批判文學的概念化改變時，在課程上我能夠對批判文學創造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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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Vasquez, 2004: 30-31）

由於多元文化觀指涉文化的多元化與意義的獨特化，並無齊一標準，若

以單一文化作齊一標準，將使許多弱勢團體處於學習不利的位置（姜添輝，

1997，2000），所以應以質疑、探索以及剖析的方式來掌握文化意義或知

識，而非視同不可侵犯的權威，使學習停留於靜態的記憶與重述，亦即以批判

構成實踐空間，進而創造出更寬廣的發展空間。缺乏此種民主特性，課程內容

變成不可侵犯的權威知識，此種前提使教師成為傳遞知識的權威者，因而阻礙

師生協商權威（negotiating authority），以進行文本意義的探究，這不但剝奪

學生的心智活動，並且也難以發展學生的獨立價值觀：

學校、學院以及教室並不以文化論壇（cultural forums）或是民主夥伴關

係的方式運作，文化論壇意指意義是可被協商，民主夥伴關係意指彼此的

目的與方針是共同制定。建立一個學習過程就如同是，作為意義協商的

一個文化論壇或是公共領域，此種做法有助於盡快使學生的見解與意識變

成開放性……缺乏此種民主論述將壓抑學生的知性參與以及發展為公民。

（Shor, 1996: 34-35）

h o o k s（ 1 9 9 4）指出，民主情境有助於塑造融合式教學（ e n g a g e d 

pedagogy），因為民主可形成權力分享的情境，因而可賦予學生更寬廣的空間

來表達自我意見，此種積極性的參與將使學習成為有意義的過程，因而提升學

習成效。

三、賦權與轉化型知識份子

民主提供開放的對話空間，因而能發展學生的獨立價值觀，但是Giroux指

出權威是作為理解與批判教育內涵、目的與意義的法定基礎，因此不可能消除

權威，所以正確的做法並非移除權威，而是改變其屬性：

如果權威是一種合法基礎，以重新思考公共教育與批判教學的目的與意

義，那權威概念必須深植於公眾生活的觀點，此種觀點關聯於每日既存的

道德品質與民主本質，此種觀點的權威變成調解對象，以作為民主理念，

並為賦權學生而設計出一套教育事務，以使他們成為批判與主動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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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oux, 1988: 88）

批判在於促進社會的進步與轉型，因此教師權威應從傳統型態轉變為解

放型態，因為解放的權威（emancipatory authority）使教師不再將自身界定為

執行者，而是反思者與重建者，因而使他們的態度從理所當然轉變為質疑與批

判，因此賦予教師解放權威能開創民主式的對話舞台，這是因為解放權威具有

挑戰的功能：

解放的權威建立一個如同中心的原則，以使教師與其他人對意識型態與實

際條件進行批判，此種做法允許他們在其能力內進行促進、正當以及運作

知識份子所從事的權威。（Giroux, 1989: 90）

 hooks（1994）認為，此種賦權（empowerment）並非但單向的移向學

生，而是在教學與學習過程中，藉由師生自由的表達，教師亦成為受益者：

我的聲音並非發生於教室中的唯一解釋。融合式教學必須評價學生的表

達……此種教學並非僅僅的對學生賦權，任何教室運用學習的整體模式將

成為一個情境，此種過程也對教師賦權，在其中教師得到成長。（hooks, 

1994: 20-21）

因而並非限制教師權威，以使其成為被動的教學者，而是將教師轉變為主動的

引導者，就如同Shor（1992: 185）所言：「教師必須在他們的課程中引領去

社會化，因為學生自己無法進行」。顯然此種轉變改變教師在傳統教學型態的

角色，亦即協助學生以探索、敘述以及創造的方式，來面對既有的社會文化以

及課程知識。

相較於傳統批判或女性主義的教學，融合式教學要求更多……因為它強調

完好本質，這意指教師必須主動地投入到自我實踐的過程，如果他們以賦

權學生的型態進行教學，上述過程將提升教師本身的完好本質。（hooks, 

1994: 15）

此種轉變須對教師賦權，Giroux認為賦權可以使教師成為轉化型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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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此概念乃綜合Gramsci、Freire以及Hall的理論

而發展出的觀點（Giroux, 2000），其作用足以產生社會改革者的功能，因為

轉化型知識份子能脫離傳統信念與價值觀的束縛，因而能對既存課程內容知識

進行質疑，並重新檢驗：

在最寬廣的觀念上，意識型態與政治利益構成論述、教室社會關係以及價

值的性質，這些正當化他們的教學。由此種觀點而言，教師必須被視為是

如同轉化型知識份子，切記此種觀點，我要做的結論是，如果教師要讚許

教育觀點，此種觀點是深信教育學生成為主動以及批判性的公民，那麼教

師應變成轉化型知識份子，……批判反思與行動變成一個根本性社會方案

的一部分，以協助學生發展深層與持久不變的信念，此種信念是奮戰於克

服經濟、政治與社會的不公平。（Giroux, 2004: 211）

由此而言，轉化型知識份子意指教師需脫離特定的政治立場與意圖，並

且具有自身的主體性，對既存教育與社會現象進行主動的改造行動（方永泉，

1999）。換句話說，此類教師需體認先前已指出，教育具有進行社會控制的政

治意圖。

在批判教學論的論述中，視教師為一轉化型知識份子（ t 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要能體認到學校教育的複雜性與政治性，理解學校教育既

是意義鬥爭，也是權力關係鬥爭的政治性場所。（郭丁熒，2005：47）

因此，這類教師應脫離既有價值與信念的束縛，以質疑與批判的途徑，解析教

育事務中的特定政治議題或是意識型態，由於此種意識型態是隱藏於教育事務

中，而且前述已說明大部分社會成員認可既存的社會信念與價值等，可見上述

批判並非以既有經驗對文本進行解析，而是以反思性的方式對文本重新詮釋與

定義（姜添輝，1997）。

任何經驗的價值將不僅依靠事物的經驗，而且是對經驗詮釋與定義方式的

奮鬥。再者，理論不可被化約成感受，就如同經驗的支配者，它被授予成

提供教學事務的竅門，其真正的價值在於建立反省思考的可能性，以及這

些人所使用的事務。在教師的案例中，此種反省思考等同是批判與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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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工具，因此它是無價的。(Giroux, 1983: 21)

由於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此種現象包含特定政治意圖與再製勞動力結

構，因此學校教育應成為重要的改革平台，以培養具有批判思維的轉化型知識

份子：

……教育家必須轉向歷史，以追蹤學校的知識、學校組織的模式、評價的

模式以及教室的社會關係，這些是如何從特定社會假定與政治利益中發展

而出。（Giroux, 1981: 159）

因此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教師需發展批判教學，其功能是：

從事於經驗，以探索其產物、認可與效力的條件，關於教學與經濟議題之

間關聯性，激進部分是教學強調經驗的內在活動，如何作用而產生知識，

以及又如何牽涉到主體化形式的建構。（Giroux, 1994: 133）

上述顯示， Giroux力主創建民主的對話空間並非要解除教師權威，而是

由傳統形式轉向解放權威，以使教師角色由執行者轉變成反思者與重建者。此

種賦權使教師成為轉化型知識份子，以脫離傳統價值觀與既有經驗的束縛，並

能以批判與反思的角度，重新檢視課程知識的政治意圖與意識型態，進而重建

正當性的課程內容。藉此能培育出具有獨立信念的公民，並達到建構民主與均

等社會型態的目標。

肆、評論

上述分析顯示，批判教學論認為教育具有重建社會的功能，此種功能的達

成必須將教育視同具有民主化的公共領域，此種民主特性使教學轉變為「文化

論壇」，因而允許參與者進行公開對話，參與者必須以多元文化的態度理解不

同文化的獨特內涵與意義，以進行積極性與開放性的積極對話。此種多元文化

觀顯示，既存單元化的教材並非不可侵犯的權威，而是可能具有特定政治意圖

的文本，所以要以「脫離文本」或「跨越文本」的方式進行反思，此種反思性

使教學從灌輸性的「知識囤積」轉變為「問題提問」。這種教學將知識界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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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性社會的產物，其真實意義需由學生將自我日常經驗與知識文本進行對照

與省思，並且需以「去社會」的途徑以脫離既存價值觀的束縛，如此日常經驗

的省思才不會受制於社會化的既存價值觀。

此種從知識權威轉移到學生中心的民主對話教學仍需求教師的引導，因而

教師亦需有解放性的價值觀，以超脫文本的束縛，當教師能以開放視野處理文

本時，應以「賦權」的方式增大教師的權限，進而能開創民主性的對話情境，

據以發揮「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職能，並培育出具有批判意識的社會成員，此

種批判意識將能促使社會從壓迫性轉向民主式，因為當意識醒悟的社會成員具

有文化批判的視野時，他們將能隨時檢視既存的社會文化與制度，並能產生積

極性的社會行動，因而能產生強大的監督機制，此種機制克制威權型態，並能

將社會推向民主型態。

教育具有重建社會的功能，而且民主式的對話情境不僅尊重個別文化的獨

特意義，並且允許參與者能藉由日常生活經驗的省思，以發展獨立的價值觀，

因而能促進社會進步。顯然此種重建論對教學具有許多的正面意義，諸如教學

應從知識權威轉變為學生中心的型態，因此教師需以自我解放的方式超脫文本

的束縛，以建構民主的對話情境，使學生能有更大的自由空間進行自我價值觀

的重建與發展。儘管如此，上述論點的實踐似乎忽略下述不利於實踐教育重建

功能的因素：

一、工具理性取向的教師價值觀

由於上述教育重建功能的實踐大幅依賴教師，因此其價值觀將直接影響教

學能否轉變為民主對話的情境，所以教師價值觀與教育重建功能存在密切的關

連性。一些相關研究發現（姜添輝，2008；Chiang, 2008）顯示，由於教學成

為教師教學成效的主要回饋途徑，當此種回饋與工作成就以及心理滿足產生密

切連結時，教學轉變為教師專業實踐的主要途徑，因而發展出教學關注取向的

文化，此似乎否定教師擁有相關的價值觀與素養這些研究發現。此種教學關注

取向文化強化技術效能導向，因為這部分直接與學生的成績表現關連，致使教

師價值觀呈現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特性（許誌庭，2002；姜

添輝，2006），即教師並未擁有文化批判的視野與素養，他們大幅關注於教學

效能層面的範疇，因而其教學侷限於追求技術效能的層面，而非以文化批判的

視野重新理解文本的隱藏性意義，致使難以洞察到隱藏於課程內容的特定意義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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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文化再製現象主要根源於學術取向課程隱藏中上階級的思維模式，例

如姜添輝與陳伯璋（2006）的研究發現顯示，表面上，國小社會科教科書內容

傳遞看似合理與共同的概念，諸如全球化、國際觀、理性溝通、禮節等，但這

些概念卻非勞工階級的文化要素。姜添輝（2003）更進一步顯示，受限於工具

理性的思維，國小教師他們往往認定教科書具有高度的公平性與專業性，致使

他們對於不均等的教育結果採取以果斷因的解釋模式，將之簡單的化約到學校

體系的問題，諸如學生本身的智力、動機、情緒等個人化之心理因素，或是家

長無法配合等學校之外的因素。

二、結構限制的強大制約力

批判教學論的重建觀建立於個體具有「施為」的假定，即個體能脫離結

構性束縛，並進行創新性的行動，此種假定往往將個人意向（intention）視

為行動甚至結果，因而過度低估社會結構的影響力（Giddens, 1979; Sibeon, 

2004）。無論異化（al ienat ion）（Marx,  1961）、物化（ re i f ica t ion）

（Lukács, 1971）、單向度人（one dimensional man）（Marcuse, 1964）、享

樂主義（hedonism）（Bell, 1976）或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Adorno, 

1994）等論點，皆顯示人的主體精神受制於物的表面魅力。此種關連性顯

示，外在社會結構對個體的價值觀與行動產生極大的影響力。此種關連性也指

向，批判教學論的重建觀似乎低估外在社會的結構束縛，因而高估個體「施

為」的作用。

再者，儘管個體具有「施為」的因子，但仍須情境的開啟。批判教學論的

訴求中，教師是重建民主對話情境的關鍵者，但上述要點卻指教師陷落於「工

具理性」的狹隘範疇，因而「賦權」可能產生更大的技術效能。相關研究顯示

（姜添輝，2006；戴曉霞，1997；Apple, 1988, 1990），此種現象與師資培育

課程有密切關係，因為此種課程聚焦於技術效能範疇，而非文化批判取向，因

此增進教師的文化批判視野與素養是使他們朝向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基礎，進而

才能實踐教育的重建功能。

三、分工體系對知識文本的強制性

儘管批判教學論力倡將知識界定於非權威與動態的型態，並需以探索、質

疑、省思甚至重建的方式來對待知識文本。但前文分析顯示，批判教學論的主

要訴求是藉由教育的解放功能，以培育具有獨立價值觀的公民，進而促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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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民主型態，這部分主要聚焦於價值觀層面。但是教育內涵包含配合分工體

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knowledge and skill），以及融入群體生活所需的社會

規範（social norm）（Durkheim, 1933），因此批判教學論的價值觀訴求並未

涵蓋上述教育的雙元功能，僅涵蓋價值觀層面的社會規範，甚至可能存在價值

觀與知識相互混淆的缺失，特別是「跨越文本」或是「重建文本」等訴求應僅

是價值觀層面的解放與重建，而非知識與技能的部分。

從人才培育的角度而言，學校教育內容必須與分工體系所需的知識/技能

相結合，若產生分離，則學校教育便喪失實質功能，並轉變為象徵性意義，

以往的貴族教育便存在此種特性。如同Durkeheim（1933）主張的專門化

（specification）導致分工體系的分化，Bernstein（1996）進一步指出，分工

體系的分化不僅意指工作與知識體系的結合，並且特定職位需求特定的知識

類型。此種關連性顯示，專業性職位不僅運用更專業化的知識體系，而且彼

此運用不同類型化的知識體系。此種連結往往是工作屬性需求的結果，而非

階級權力的產物，然而批判教學論的假定卻是知識是權力的產物，所以須以跨

越文本的方式加以解構進而重建適切文本，上述分析顯示，此種論點忽略分工

體系的強制性與必然性，甚至流於階級權力的預設立場。假若學校教育需配合

分工體系的需求，則知識/技能的傳遞有其不可取代重要性，甚至具有高度的

優先性，因而價值觀的發展則居於次要考量。儘管如此，前述相關概念仍有助

於教學效能的提升，特別是學生主動參與可產生積極性的學習成效，因此提問

式教學可增進學生的學習參與，民主性的對話情境亦可增進學生的參與及師生

互動，轉化型知識份子亦可使教師以更多元的視野來理解學生的文化背景，進

而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表現。此種關連性顯示，儘管批判教學論聚焦於價值觀層

面，但是其民主與開放的對話教學情境有助於產生更積極的學生參與及師生互

動，亦有利於提升教學成效。

伍、結論

批判教學論著重教育的重建功能，藉由民主對話情境以包容多元文化的

內涵，進而提升學生的參與，使教學型態從灌輸轉向積極性的文化經驗表達與

實質性參與，這將有利於增進實質性的師生互動，並使教學不再停留於知識的

背誦，而轉向積極性的探索與發現。此種民主對話情境的建立需要解放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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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即教師應先行自我價值觀解放，去除既存價值觀的束縛，並發展出文化批

判的視野，才能脫離工具理性的束縛。欠缺此種先決條件，賦權將使教師聚焦

於教學效能，因而無助於文化再製的改善。此種文化批判素養則需從師資培育

課程著手，即引進更多文化批判的科目。

當教師具有文化批判視野時，教師得以脫離既存價值觀的束縛，並能以

更寬廣的文化視角進行跨越文本的批判與重建，進而實踐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職

能。儘管批判教學論訴求教育的重建功能，但其假定是個體具有脫離結構束縛

並產生創新行動的施為能力，此種論點容易高估個體施為的能力，並容易將意

向等同於行動，因而低估外在結構的影響。因此著重於個人解放與重建社會必

要性的同時，也須注意到外在社會結構的束縛，連貫學校教育功能，此種結構

性束縛之一是學校教育與分工體系的關連性。學校教育功能包含價值觀以及知

識/技能的傳遞，知識與技能的傳遞主要是配合分工體系的需求，因而其知識

存在相當程度的不可解放性，故重建價值觀的手段並無法解構分工體系的強制

性。儘管如此，批判教學論的要點仍有助於產生更積極的師生互動，諸如提問

式教學、開放性對話、跨越文本等，若能積極運用於教學中，則能促進更積極

的學生參與，以及師生互動，此種方式將使教學從機械式背誦轉向有意義的參

與學習，不但能產生動態性的學習活動，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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